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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产型资本”迈向“消费型资本”
——中国城市舒适物的属性升级与功能定位

刘凯强 a

摘要：中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仅以单一生产性视角解读城市进程的理论模型渐

显偏颇。特别是近年随着各方人口的规模性涌入，城市已然演变为各阶层日常消费生活的首要群聚地。在此

背景下，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加深依赖内部各种舒适物组合所营造的消费资本综合质量。当前，城市舒适物

的消费属性升级受到四重推力，即城市化辐射地方性消费要素“向心化”，“货币赋权”扩充主体消费行动

内容，“信息主义精神”加重消费环节技术化，“创意性阶层”迭现呼吁消费环境更新。作为“消费型资本”

的舒适物，通过发挥自身“市场—社会—文化—制度”等多项功能，在激活城市先进性、宜居性和竞争性等

优势之时，亦似生发出一种对消费正义的隐性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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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是当代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应然命题，更是各界民众翘首以盼的现实期许。

2020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让城市更宜业宜居”的既

定目标，清晰指明了今后一段时间国内城市的发展方向。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商业服务业稳步取代农业

和重工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力，传统意义上的区位、地价、劳动力等生产型资本也随之发生着

自我变革，主动融入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消费活动之中，一并影响市域内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现

代人对居住地的选择越发看重自目的性价值（愉悦休闲），而非只是工具性价值（劳动产出）。一座城

市的活力和魅力，极大取决于地方舒适物所能为市民勾勒出的“消费想象”。基于此，笔者认为：一方面，

应看到舒适物被定位成“消费型资本”在推动城市进阶过程中的正外部性功能；另一方面，也须客观看

待其潜存的消费正义排斥隐忧。

一、何谓城市舒适物：文本释义及分析进路

工业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多侧重空间的外向开发，城市水平的衡量也片面凸显 GDP 等经济指标，诸要

素皆服务于商品 / 服务的“足马力”生产。这类城市建设模板虽短时间积累了区块内物质资源厚度，但却

遗忘了城市的本质精神是使人满意且体面地居住，以致引发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犯罪率激增、娱乐设

施争夺等“大城市病”。正是对这些负面产物的指摘甚嚣尘上，许多学者开始逆向思考“舒适物（ame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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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城市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凝合了三个递进阶段的文本资料。

第一阶段集中在对舒适物概念及范围的界定。早在 20世纪 50年代，美国地理学者厄尔曼（E.L.Ullman）
研究美国洲际人口增长率差异时便留意到宜人的气候、充足的阳光、活力的商业等优点是各州人口迁入的

关键原因，各种令人生活满足的事物就是舒适物。a其后，加拿大社会学者丹尼尔 • 西尔（Daniel Silver）
延展说明，“舒适物是城市内部特有的，能强烈吸引人们在此代际定居的综合环境”b。王宁教授则植根

本土实际，将舒适物定义为使当地居民在感官和情感上都舒心，并激发人们进取心的事物及环境集合。

可分为自然环境舒适物（气候、水文、地貌等）、人造环境舒适物（广场、公园等）、基础设施舒适物

（交通工具、通讯系统等）、商业舒适物（卖场、酒店等）、文化舒适物（图书馆、戏剧院、体育馆等）、

社会舒适物（制度秩序、政策体系、人文风尚等）等六类。c该阶段国内外学者从硬件条件和软件规制两

个维度归纳舒适物所涵盖子集，为后续拓展性研究奠定理论先决。

第二阶段集中在对舒适物效用性的讨论。如 Mitchell 和 Carlino 强调舒适物的合作性，将前沿技术、

多种文化、丰厚报酬等一切有利与高品质生存状态亲近的资源凝结起来，把城市打造为更适合安居的“享

受机器（Pleasure machine）”；d哈佛大学爱德华 • 格莱泽（Edward Glaeser）教授认为舒适物的现身迎合

了人们在城市中追逐效率最大化的诉求，“收入 + 舒适物”的模式在市场经济中增加了人们生活的整全

性（Fullness of life）；e郑姝莉提出舒适物的汇集会拓宽城市内部社会关系网，缩小人际间与各类社会权力、

社会福利、社会产品的距离；f林晓珊则将舒适物视为集体消费品，去除少量私人占有的额度外，余下绝

大部分都具有较宽泛的可及性和共享性，并以无形资产或隐性储蓄的方式对市民工作、生活、休闲产生

正向意义。g该阶段国际、国内学者在认知舒适物内蕴的维度上，进一步阐述其之于民众的真实价值。

第三阶段集中在对舒适物布局的考量。如 Audretsch 和 Belitski 发现在其他投资环境和获利机会大体

等同时，总裁为公司选址倾向舒适物更充裕的城市。这是因为围绕舒适物建厂可以为员工带来额外的心

理收益（Psychological income），即职工愿意为居住在更舒适的地方适当领取略低一筹的薪资；h大卫 •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投入一定前期成本建造大型购物中心、交通设施、文娱场所等舒适物极其必要，

它们不仅会吸纳人才高密度进场，更会重构本地宽容、开放、民主的人文气质和价值观；i马凌表示城市

形态进化主要依托以知识资本为介质的新经济，城市舒适物数量和质量的分布，直接关系到高精尖技术

和创新人才的移入；j李敢则判断随着消费单位及层级扩大，消费者对消费客体获取范围也在扩大，对具

象物品或服务的局部性消费，会上升到对一个地方舒适物的整体性消费，因而城市领导集团须将舒适物

创建与当地群众美好生活愿景紧密连接。k该阶段学界对舒适物的理解来到如何通过能动计划更深层促进

城市高质量晋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城市舒适物是指在社会不同发展时期能够正向服务于当地绝大多数居民实际

生活诉求的优质资源的集合，诸如更理想的薪资、更均衡的教育、更有尊严的交往、更高级的享受等。

舒适物的发育程度不仅影响了一座城市的发展上限，更考验其是否能提供一个使市民多元化、高层次、

a　Ullman.E.L. Amenities as a Factor in Regional Growth, Geographical Review, Vol.44, No.1, 1954.
b　Daniel Silver.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New York: Elsevier,2006,p.261.
c　王宁：《城市舒适物与社会不平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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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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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udretsch.D.B,Belitski.M.The Creativity Theory of Knowledge 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41, 
No.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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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李敢：《舒适物理论视角下莫干特色小镇建设解析：一个消费社会学视角》，《城市规划》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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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领域消费需要“落地”的外部空间。一方面，作为集体消费物，城市舒适物本质上是一类公众福祉或

隐藏资产，其系统越发达、配置越科学，外界消费环境就越优良，居民整体生活体验感也越饱满；另一方面，

城市舒适物既是一种投入型资本，更是一种增殖型资本，城市管理者因地制宜加大对舒适物的改造力度，

反向换回的综合效益也越可观。

二、城市性质“由产升消”：中国舒适物资本属性洗牌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国力的持续提升，使中国曾长期过度奉行的生产型制度安排日渐不合时宜，加之产品 / 服
务向城市急遽的地理扩张，城市不再被单纯看成是生产力要素，亦被当作消费要素来重点培育，国内城

市生产型向消费型的性质升级，为舒适物资本的属性洗牌预铺基础。

（一）生产型城市的历史存在及影响

生产型城市是指通过工农业制造实现物质产出，以保证区域中多数人基本生活需求被满足的城市形

态，各个领域广泛的社会生产是城市稳定运行的前提。时至今日，新中国城市的生产型特性走过了两个

阶段且各自寓含独特的历史要因与时代影响。

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低生产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工业基底羸弱和生产力

低下的双重被动局面，导致民众各类生存型资源尚无法足量保障，国家只能被迫以管制方式实施一种“高

积累—低消费”指令，集全体之力尽快恢复社会生产力。此政策导向是凌驾于工农产品价格差和全民消

费去权的条件之上，其结果虽初步筑牢工业化体系，但却严重阻碍各种消费因素迸发。彼时特殊体制下

的城市经济深陷“低产出—低收入—低消费”的三低泥淖。第二个阶段则是 1978—2008 年间全球化早期

的“高生产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城市原本被耽延的社会建设步伐再度提速，人们更加渴望依

靠自己创造美好生活，各项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的实践行动复归至城市发展中枢。加之，世界分工体系

新塑，中国凭借在劳动密集型和投资密集型两大产业中的人工红利不断承接全球订单，大宗的国际贸易

赓续增加市民经济收入。一时间，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物体量得以复合升高，城市发展渐变为“高生产—

低消费”范式。

应须道明的是，发展初期的低生产社会和高生产社会都会塑造出一种刚性城市消费结构，但此种“刚

性”的成因稍有出入。前者的刚性消费结构一方面是受到物资紧张及人们资源调配能力有限的约束，另

一方面更是个（群）体为了优先响应工业建国号召，而将私人 / 集体领域的消费权力双双交由国家统筹，

这种低消费是来自外部条件的情境设定；后者的刚性消费结构则是人们长期遭受贫穷干扰后，虽得益于

改革开放惠果初具一些经济基础，但基于风险意识和节约性消费惯习，仍默认选择涓滴式的财富储蓄，

这种低消费额外牵涉了一层市民主观消费思维。但无论是何种归因，生产型城市中消费乏力的痼疾不免

会妨碍舒适物效应在当地民众中萌芽。

（二）消费型城市的当代来临及作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消费一词频现于公众视线：宏观层面，国家将其擢升至空前的战略高度，与投资、

出口并列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微观层面，劳动技术革新、收入条件改观、全球商品交流等力量

共同敲开了中国消费社会大门。让 •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观察 20 世纪西方大众消费群像后曾述，

“消费型的都市文明里一代代商品袭来，相互取代的节奏巨幅加快，日常物品的轮番‘轰炸’构成了我

们今天的语言、生活、追求……整个社会似乎都依赖消费来交织共情”a。由之可见，消费型城市是一种

以物品 / 服务消耗为目标取向的城市类型，消费成为社会运转的核心动力，并处于城市规划中的前置位。

目前，中国北上广深等几大早发城市基本完成向消费型的性质迭变，其余相对迟发城市业已显现程度不

等的消费型特征，继而从四个向度刷新城市“产—消”结构。

a　莫少群：《消费型社会：历史逻辑与现实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1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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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市场向度，消费型城市中居民对物品 / 服务数、质的双向期待，催生新的生产组织和劳动分

工出现，企业生产导向由国家统一意志逐步回归民间大众意愿，机械化生产与大众消费的衔接成为可能，

实现了消费品市场由横向地理扩张转为纵向阶层渗透。其二，从主体向度，与消费层级关系更为紧密的

商业逐渐取代传统农业 / 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形成一批具有更强大购买力的精英和新中产阶级，保证城市

内部拥有更稳定的消费人员基础。其三，从价值向度，消费型城市中由于物品 / 服务种类、样式、功能的

外溢，市民在手头富余的情况下，愈加青睐那些能够展露经济实力和身份等级的高阶商品。城市中相继

迎来一股股以炫耀、夸示、竞比等符号价值为浪潮的消费风貌。其四，从福利向度，消费型城市中朝向

合理化的薪酬体系、不断完善的社会保护措施、日益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分配，为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加强人们消费预期、减少消费顾虑，织密了必要的社会支持网络，人们比以往放心将消费转化为美好生

活需要的达成工具。总之，中国城市消费属性的加深，标志着生产型社会中低欲望、低层次、高成本的“产—

消”结构会适时告别历史舞台，城市整体走向开放包容的向善之路。

（三）多元化“消费景观”：现代城市高质量转型的应然方向

承继上文，大批工农业从城市中心接续搬离，取而代之的是科教文卫、数字金融、高精技术等新

兴产业进驻。传统片面以生产为先验的理论模型，既无法完全回应城市发展中涌现的弊病，也很难再

设计出前沿的城市方案。此时，亟须建构一套以消费为内核的新话语规则来进一步诠释现代城市的蜕

变。以之为议题，芝加哥大学特里 • 克拉克（Terry Clark）教授领衔的团队首创“景观理论（Theory of 
Scenes）”，用于分析集服务消费、符码消费、休闲消费为一体的城市空间中的新消费现象与业态，从而

揭示未来城市进步的全新动能与机理。通过实地考察纽约、巴黎、东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克拉克等

人发现发达城市中的消费系统包括五个共性原素：人际和谐（Interpersonal harmony）、物质丰产（Material 
abundance）、价值多样（Value diversity）、差异化阶级（Differentiated class）和理性化秩序（Rationalized 
order）。它们共同以生活娱乐设施为载体，以文化实践为表现形式，重塑城市更新路径。a换言之，消费

型城市中硬件设施和柔性人文的自由搭配，会联袂构造出美轮美奂的体验式场景，让市民群体寓于其内

进行生命历程中与生老病死有关的各项消费活动（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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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类型城市发展路径

a　[ 美 ] 特里 • 克拉克：《场景：地方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祁述裕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158—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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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城市中营建多重“消费景观”以保障人们安居乐业，是城市当代化升级的应然方向：首先，

城市“消费景观”是满足个（群）体大量消费欲求的“社会实体”。消费作为一种主客体间必须孕育关系的“社

会事实”，其发生频率和互动质量不仅取决于主体资本禀赋的高低，还取决于客体（外界环境）的良莠。

纵览世界范围内各大早发城市内部路演沙龙的众创场所、弄潮儿喜爱的奢华商超、身心沉浸式的酒吧等

时髦设置，都会将其包装成“消费天堂”的形象，为市民乐此不疲追逐的消费项目提供实在的买单之地。

其次，城市“消费景观”是催化现代性社会关系的新式驱动。消费型城市仿佛一块天然磁石，能够吸引

多类型人士批量集聚，进而在地方特定消费情景中以一定方式发酵出新的关系重组。这些搭造在形形色

色消费场景之上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理性人际网络，会松动血缘、家族等附着在先赋因素上的“优

势关系”，转而在城市中形塑出更多以重视个人表现、教育素养、卓越技能等自致因素的“公平关系”。

最后，城市“消费景观”是社区善治的辅助工具。当下国内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提质阶段，社区治理水准

的好坏直接影响居民美好生活的落实程度。通过各类鲜活“消费景观”构筑出生动多元的社区资本，能

从侧面调动群众社会生活参与性，有效缓解长久以来基层民众活动中“一滩静水”的难题。

三、理解城市舒适物属性升级的四重动力

中国各大城市性质逐步“由产入消”为舒适物的属性升级预设了客观基础，原先作为生产型资本发

挥作用的舒适物系统，在经历诸多动因后又化身为消费型资本，二次助推城市全面发展。

（一）城市化进程辐射地方性消费要素“向心化”

城市化率（Urbanization rate）的大幅增长是解析近代众多城市现象绕不开的前提，中国常住人口的

城镇化率从 1949 年末的 10.64% 跃升至 2021 年末的 64.72%，所带来的不单是表面数字上的人口“城市向

心”，更是内容上的各种发展型要素“城市向心”。客观审视，目前中国城乡二元“剪刀差”顽疾仍未消解，

附属其上的城乡消费水平异质性依旧突出。城市空间中林立的大型百货、浓郁的消费氛围、完善的“生产—

销售”链，使得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消费要素，会比在乡镇空间更完整地陈列于公众面前，并刺激人们

主动向中心城市靠近。柯林 • 坎贝尔（Colin Campbell）对此表示，“经过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接力，城

市不再只是物品的生产之地，而是更前卫的消费之地，商店、餐厅、运动馆等设施已经将城市造就成中

心化的消费空间，这点是非中心区域的乡村难以企及的”a。这就表明，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高级消费

要素呈现的“向心化”趋势，会交错营造出多元共同体生活的时空结构，从而演进为各类舒适物资源的

积聚地。

一方面，城市化会在城市内域创造多个规模庞大且相对平稳的市场圈或购买圈。它们反向扩充了城

市中心这一高阶消费空间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使不同居民层级式的消费欲望都有了实践场所。而人们消

费诉求在地理空间上向城市中心的靠拢，又会把城市变为各类高级消费要素发育和迈向成熟的场域，这

也是为何文化、娱乐、休闲购物等享受型舒适物发端于城市中心，又在城市中心不断得到自我进化的原因。

另一方面，消费要素越接近城市中心，自身价值越会上涨。伴随人们把城市之整体视作消费对象或扩大

的消费物，也就更热衷挑选在舒适物系统发达的城市中心居住。以购房为例，通常来说房屋这一消费要

素距离城市舒适物中枢系统越近，其市场总价也越高。这是因为，各种舒适物资源会将当地代表性的消

费要素串联起来形成一种“地方消费主义”。这种价值观念背后映射为人们对本地某种品质化舒适物的

执着偏好，并乐意为该偏好支付超额费用（高于其他地方的一系列生活成本），此时舒适物就会悄然迭

进成一类改善型消费资本。

（二）“货币赋权”扩充主体消费行动承载内容

翻阅中西方现当代振兴史，尽管部分国家或地区有过短暂的经济衰退或萧条，但从时间轴上纵观，

a　Colin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iism, Oxford:Blackwell,1987, pp.2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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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变得富足几乎是共性趋势。在格奥尔格 • 齐美尔（Georg Simmel）看来，人类经济实力的壮大会描绘

出一种“货币赋权（Monetary empowerment）”景象，“确凿无疑的是，任何非货币的财物对个体所提供

之帮助都局限于明确的形式和可视的界域。唯有货币，至少在财产据有和分配选择上，为个体赋予更大

范围上的唯意志的权力之自由”a。可见，齐美尔相信对货币的占有，比对一般性事物的占有更易于人们

履行广阔的自由能力。现今国内民间货币贮量的相对可观，加速带动人们对珍稀性舒适物（学区房、高

端医疗、人性化制度等）需求的彰显。一旦某座城市可以充足供给这类特殊舒适物时，这些舒适物就会

反身转变成消费资本，为所在城市收揽诸如精英人才、高新企业、人文气息等城市晋阶不可或缺的重要

养料。笔者以为，主体财富充盈带来的“货币赋权”，会全面将人们围绕原始“求温饱”目标开展的消

费行动，在实质内容上扩充到更高一级的“求幸福”，并从四个维度强化城市舒适物资本的消费属性：

其一，“货币赋权”扩充消费行动的经济内容。经济内容是各种固定资产、利益范畴及收入要素的

汇总，也是主体消费行动内容中至为关键的子内容。当前国内城市居民敢于且乐于追求多样化的舒适物，

首要原因便在于经济资本数量规模和结构效益的并驾齐驱，共同增强了人们的消费信心和潜能。其二，“货

币赋权”扩充消费行动的文化内容。文化内容是指借助理想行动传递与循环而产生的精神产品总和。随

着个（群）体收入提高，顺其自然地会探求更高级别的文化舒适物，用以折射本体精神层面独树一帜的

文化格调。其三，“货币赋权”扩充消费行动的社会内容。社会内容是指主体拥有某种主导性社会关系后，

调配这种关系来获得人际交往时各类显 / 隐性优势。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某些“黄金舒适物”（优质教育、

就业岗位等）能否获得，不单依靠个体的纯收入，更依靠建立在数字化货币之上有效动员社会网络关系

及其人情红利。这也是缘何某群体占据“黄金舒适物”后，就等同掌握了与第三方进行利益交换时的资

本话语权。其四，“货币赋权”扩充消费行动的符号内容。符号内容是指通过各种感知方式认可他者 / 物
的存在及区分行动层次的逻辑，以向外传达主体特别的消费惯习、取向和位序。当人们综合条件足以购

入大多数基础性舒适物后，就会把目光转移至将奢侈性的舒适物私人化，以炫示自己消费言行中隐含的

特定符号尺度，舒适物也随即演化成某一阶层展现资本网覆盖广度的消费象征。

（三）“信息主义精神”加重资源消费技术化

科技进步与城市发展间的关系是一个绵亘久远的话题，从韦伯关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铁牢笼”的思考，到近代中国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再到邱泽

奇担忧人工智能可能生成的治理“异步困境”，现代技术一直与城市中的制度架构、伦理道德、群体分

布等元素紧密绑定。虽然科技介质一定程度上会制造城市运行风险，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在塑造高质量舒

适物过程中难以替代的支柱作用。如果说，大机器生产是工业化时代推动城市前进的力量，那么互联网

繁荣应用衍生的“信息主义精神（Spirit of informationalism）”则是消费化时代促动城市变革的抓手。曼

纽尔 •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断言道，“信息处理和沟通技术的变迁构成了我们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社

会革命，整个社会的转变是环绕信息而组织的新技术范式所促成。信息主义精神穿越了卷入成员的心灵，

深度影响其行为策略，财富生产、权力运作、城市消费皆依赖社会与个人的技术能力”b。以此可鉴，信

息主义精神支配下的人类活动越发依赖智能化技术，这点在对舒适物资源的消费中亦不例外。

首先，舒适物资源消费空间技术化。在计算机、通信媒体、全敞化平台为核心的新技术助动下，人

们对舒适物的资源获取出现了“空间剥离”。即交易双方可远程运用即时通讯软件和线上付费工具对各

类商业舒适物进行咨询、议价、转让，减少了线下物理空间中“位置疏远”对人们造成的消费阻隔。如

城市区域中，饮食、鲜花、药品等舒适物就在“饿了么”“美团”等 APP 辅助下轻松实现了“一键到家”。

其次，舒适物资源消费时间技术化。信息主义在突破舒适物消费地域限制的同时，也淡化了时间边界上

的藩篱。以城市夜间经济为例，无论是生产领域（加班、夜班）的需要，抑或消费领域（夜生活）的需要，

a　[ 德 ] 格奥尔格 • 齐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 年，第 236 页。

b　刘秀秀：《网络化时代的信息主义精神——来自互联网公益领域的经验》，《江海学刊》201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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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促使人们愈益关注某项舒适物资源能否在时间层面做到“随时召唤”。这也是“24 小时便利店”“胶

囊健身房”“无人 KTV”等由网络技术供应的新型舒适物服务，在越来越多城市中流行受众扩大的原因。

最后，舒适物资源消费业态技术化。在城市内涵深层演变的今天，信息主义精神与实体舒适物互融后诞

生的共享经济、社交电商、二手市场等众多新消费业态，会将大量舒适物带进更宽阔的“实体—虚拟”

社区之中，或以购买，或以租赁，或以众筹等渠道，满足个人或家庭的消费目的。

（四）“创意性阶层”迭现呼吁消费环境更新

改革开放后，交通舒适物（高铁、飞机、汽车）和制度舒适物（户籍、学籍管理）的改善，既横向

加快城乡间、市际间人口流动频率和体量，又纵向打通城市内部各阶层间的流动阻梗。个人依附于理想

职业所形成的群体归属会在城市中聚集一类“创意人才（Creative talent）”。按照多伦多大学理查德 • 佛
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教授的观点，在发展较好城市的服务业阶层中会孵化出一个更高的“创意阶层”：

成员是由一众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专业技能、倚仗脑力赚钱、具备正义感与责任感的人群组成，他们是

超越传统政党、阶级、种族等因素束缚，借助新兴媒介崛起的社会革新力量。a概言之，创意阶层脱胎于

服务业阶层，但又会与服务业阶层共助城市第三产业的更新换代。笔者认为，中国大城市中本土化的“创

意性阶层”分为两类：一是技艺创意群体，通过科技来推动城市硬件发展，如科研人员、工程师、建筑师等；

二是思想创意群体，通过人文传授来推动城市软件发展，如作家、教师、政府智囊团等。创意阶层的涌

现是一座城市走向发达和开明的标志，也正因其汇聚的是各界高端人才，他们对城市消费环境与时俱进

的呼声远高于普通阶层，并从旁刺激舒适物消费属性实时升级。

一方面，创意性阶层中包含的特立独行的科学家和不落俗流的文艺家天生具有表达个性化的情愫。

相比大众舒适物，他们更喜欢二次整合后能标识出独特品味、情趣、雅致的小众舒适物。正是对商品 / 服
务特殊性的执念，倒逼城市中各种市场化资源不断重组出新颖性浓厚的舒适物供其工作、生活或消遣，

以最终达到他者社会认可的极值化。另一方面，创意性阶层中包含的杰出管理者和职场白领等成员被默

认赋予了精英化定位。主观上，他们具备的精益求精、勇于挑战、自我激励等领袖气质，使其有更主动

改造所处城市中舒适物的意愿；客观上，他们拥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相较扎实，也比一般 /
底部阶层市民有更强的复合化能力去占有各类“排他型”舒适物（海景房、晋升指标、高价演艺票等）。

从循环链角度视之，城市内先进要素的充分发展会繁衍出一批凝聚新理念、新科技、新想法的创意性阶层；

反过来，这些创意成员又会结合自身偏好，利用阶层优势建设更高级的消费环境。

四、城市舒适物的未来：以“消费型资本”释放功能

伴随越来越多的舒适物资源从后台生产端来到前台消费端，其在社会交换领域的价值也愈发显著。

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环节中一项必不可缺的资本，舒适物的消费功能理应被全方位正视。

（一）市场功能：促动市民消费场域张力拉伸

中国历史上长期是小农经济主导的生产型社会，消费互动多依靠自我、家庭或宗族，围绕消费物市

场层面的价值兑换未被列进经济活动的中心议题，仅是对自然经济的一类补充。该种自给自足的封闭模

式极大压缩了个（群）体的消费边界，商品 / 服务的获取只能在人们周围有限的活动场域（field）内达成。

皮埃尔 •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场域理解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
或构型（configuration），是由复杂关系以及附着于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所构成。b

由此延伸，消费层面的场域囊括两层交互含义：它既是包含各种消费价值范式共同作用后形塑的消费关

系网；又是干预消费者及其实践的外在力量，各类消费行为无法脱离其内在规定的限制。显然，生产型

社会中被严格约束的场域阻碍了城市消费活力迸发，直接拉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但经过市场化、

a　[ 美 ] 理查德 • 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年，第 34 页。

b　[ 法 ] 皮埃尔 •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第 17—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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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技术化等一系列浪潮洗礼，现代化城市中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舒适物资源，通过物质系统和文化

系统间的内在链接，重新整合了“情感—行动”“身体—空间”“地方特性—整体共性”等多对消费互

动关系，从“人”和“物”两个界面拉伸生产型城市内稍显僵硬的消费场域张力。

从“人”的界面来看，舒适物系统的全面性使得城市本身会成为一个综合型消费品，从而吸引大量

外来人员前来消费，如旅游者、求医者、求学者、求职者等。他们脱离原住地进入新城市，一定是因为

移入城市中的某些舒适物资源能够满足其某种诉求。这些外来移民的迁入看似是对某种指定性舒适物“点

对点”的消费愿望，但实则只要他们在移入地生活，就会附带在交通、住房、餐饮等多个领域产生连锁

性消费，无形中对其他商品 / 服务生成了“点对面”的消费效果。从“物”的界面来看，现在许多舒适物

都被定位成一种增殖型资本，确切地说，城市管理者预先所做的基础性投资（修路、拆迁、政策修订等）

是在“筑巢”，期盼将名校、名企、名人等高级舒适物资源“引凤”。随着“凤”越多，“巢”也会越优，

这些“凤”在本地城市中既做到了社会增益，又开发了消费场域中多元的“物选项”。

（二）社会功能：提供阶层消费向上流动契机

每每谈及个（群）体的阶层分化，多数理论模型习惯性将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地位流动三者间的

相互关系及作用结果归纳为社会分层背后的运行机制。但伴随大量城市陆续步入消费社会，真实的生活

感受告诉人们，上述三类流动似乎并不能穷尽人们对阶层分化的所有解释。正是洞察于此，马克斯 • 韦伯

（Max Weber）在《经济与社会》中，将社会消费资源在地位群体间流动不均所造成的差别化生活风格，

补充为人们阶层归属的又一成因：“消费流动会与经济、权力、地位流动一起诱发时刻性的阶层分化，

阶层的持续分化并不是可以用某一种分析性概念就能简单定义”a。沿袭韦伯的理论思路和现阶段中国消

费型城市的运转实际，笔者以为，舒适物资源的空间分布异质特点会催生三种形式的消费流动，就消费

层面为城市中不同个（群）体的“阶层向上”施展社会功能。

第一，舒适物有助于阶层消费身份向上流动。它是指个（群）体消费了该地特有的制度属性舒适物

后发生的身份定层。如进入某城市的外来户，通过占有与原住民相同的舒适物资源往往可以达成一种“阶

层准入”，完成由“新居民”到“新市民”的角色转化。最常见的便是个体通过购房获得以家庭为单位

的合法性市民身份（户籍），后续能以制度舒适物所赋予的官方权利在该城市中平等体面地生活。第二，

舒适物有助于阶层消费趣味向上流动。它是指较低阶层成员通过消费较高阶层的文化舒适物后，将较高

阶层的文化资本内化，以获得更佳的社会评价或改变生活境况的机会。譬如，乡村刻苦的寒门学子凭借

高考“一朝跃龙门”，享受到大城市优渥的教育资源。这种通过后天学习触碰到更高等级文化舒适物的过程，

收获了未来人生发展所必须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直接为自己争取了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第三，舒适物

有助于阶层消费空间向上流动。中国市际间舒适物系统发育程度存在客观差距，在此基础上，舒适物系

统更发达的城市衍生出的广阔成长机遇、择业前景和成才环境，更能帮助人们实现人生抱负和社会价值。

前往舒适物资源丰富的城市居住，是一种借助地理流动的由低到高来实现阶层跃升的方式。

（三）文化功能：重构生活空间美学艺术

纵观中西方发展处于领先身位的城市，大多途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地貌形态适宜的区域中，

土地、人力资本、经营资金等生产性舒适物使该区域工业化完整；第二阶段，向消费型城市转型过程中

兴起的诸如名校、文旅街、博物馆等文化性舒适物，满足了市民对艺术情调、时尚表演、修身涵养等文

化需求的自由表达。很明显，城市的全方位进阶在遵循经济逻辑之上，还遵循一重文化逻辑。近年国内

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品质化提升，促使人们不仅愿意为各类舒适物的初级使用价值买单，也更愿意为承

载其上的高级美学价值买单。现代都市中，文娱消费业态的盛行及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对舒适物资

源的文化功能转变提出了新命题，即重构公众在日常空间中通过消费所能体验到的生活美感。

a　[ 德 ] 马克斯 •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1 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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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置舒适物于艺术场景，增强地方文化活力。当前各类舒适物在满足人们消费欲望时，不再只

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多”。以大型服装概念店为例，它非但是为人们提供保暖衣物或就业机会的场所，

还是人们接触新锐设计理念、流行风尚导向、高雅生活气息的艺术场合。更准确地说，许多大城市中的

奢侈品名店超越了传统物质经销范畴，进一步化身为某种艺术气质的载体，向外界传达出指向性鲜明的

文化态度。其次，置舒适物于技术场景，亮化美学视觉体验。当代消费者趋向将视觉营造的“颜值快感”

作为一种重要消费动机，并伴以视频媒介对人们消费审美重新赋权，个（群）体也愈发迷恋用自媒体平

台（抖音、小红书、Vlog 等）来勾连现实与滤镜中的生活。易言之，将城市既有文化舒适物资源与各种

数字技术的美学融合，可以给予舒适物新的艺术生命，以强烈视觉冲击吸睛。这也是北京 798 文艺街区、

成都太古里、西安大唐不夜城等地“打卡热”的原因。这些网红打卡点既盘活了所在城市的经济民生，

又增添了城市的艺术魅力。最后，置舒适物于“在地”场景，传播个性化文创产品。现代性和全球化两

股浪潮干预下形成的“千城一面”景象不断蔓延，各个城市独有的“在地”文化特色严重萎缩。齐格蒙特 •
鲍曼（Zygmunt Bauman）为此呼吁“以全球为架构框架，以在地为基准行动”的地方发展原则。a在地化

（localization）对一座城市气质的经久不衰起到有力的保护作用，世界范围中的著名城市大多格外注重打

造独特的艺术名片，如浪漫之都巴黎、时尚之都米兰、音乐之都维也纳等。因此，中国各地传承“在地”

艺术舒适物的同时，也应勠力创新一批标签式的文创产品，以自卫“无地方性”文化的同质侵蚀。

（四）制度功能：人才虹吸强化地区竞争力

以尊重民众世俗化意愿而制定的各项城市规划，优化了市域内居民多种切身体验。在此之上组建的

各类制度舒适物（福利政策、政府服务质量、公平教育体系等）会潜移默化地产生一种“虹吸效应”，

持续将其他区域中的人才批量吸纳入市，使得该地比其他地方更具发展竞争力。埃米尔 •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曾将制度分为压制性制度（Repressive system）和恢复性制度（Restorative system）两类，前

者是建立在使人痛苦之上，其实施会剥夺个体财产、自由、名誉或幸福；后者则把混乱不堪的社会关系

或个体生存状态返回到正常轨道，更好地维系各生命体延续。b时下，中国各大城市都在积极修正和出台

恢复性色彩的制度安排，以加速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的升级。笔者以为，制度舒适物之所以

会诞生出人才“用脚投票”的效果，一方面是因为人的“理性人”属性会追求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最大化。

体现在工作地上的选择就是到物质回报率更高、更公正的地方求职或创业；另一方面，人的“感性人”

属性在选择定居地时，又会追逐灵活、宽松和惬意的外部消费生活环境。制度舒适物对于满足人们这两

大属性有着显著的中和功能，进而强力吸收两类人才共时入场。

一是创业型人才移民。该群体是因对某座城市的生产性制度 / 政策的认同及偏好而迁入。他们综合权

衡移入城市的各项发展指标后，认为自己或团队的经营思路、业务水平、知识素养能与计划前往城市相

适配。一旦进场后，其在致力于积蓄多维资本之时，也通过辛勤劳动或创意思维，助力所在城市下好与

其他横向竞争城市的“先手棋”。二是消费型人才移民。该群体是因对某座城市消费性制度 / 政策的认同

及偏好而迁入。他们发现某一城市由开放式制度或包容式政策，营建出的消费环境能够解除众多消费羁

绊，让自身消费欲望得到更好实现时，便会主动靠近。应当说明的是，两类人才移民之间相互转化的界

限是打通的，创业型人才经过一段时间积累足量资源后，其重点需求和创造性会转移到消费领域，意图

成为消费精英在当地享受生活；而消费型人才通过所携带的外生资源也会倒逼迁入城市消费产物、业态、

设置等推陈出新，无形中变为其他类型舒适物在该城市中生根发芽的开拓者。

五、余论：舒适物潜生的消费“正义排斥”

厘清舒适物资源在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正外部性功能后，也应辩证看到舒适物的地理配置

a　[ 英 ] 齐格蒙特 • 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92 页。

b　谢立中：《涂尔干的“道德科学”：社会学本体还是分支社会学？》，《天津社会科学》202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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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费正义之间潜存两个方面的“隐性排斥”，即主体排斥（舒适物给谁用）和空间排斥（舒适物建在哪里）。

首先，主体排斥是指长期掌握了物质资产、晋升机会、信息资本等发展性要素的权威阶层，在市场

化机制下潜在拥有更强的资源支配能力，从而易于实现对舒适物最大化的排他摄取。原先共享化、免费（低

价）化、惠民化的集体舒适物资源（自然风景、医疗、教育等）一旦散发出稀缺特质后，就极易被少量

优势群体借助伪市场运作，变成专属制或会员制的圈层资源。这种“身份连带”对消费正义最突出的伤

害之处是，人为在公共舒适物资源中划分出消费区隔，造成消费资源的主体分割不均。其次，空间排斥

在中国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住房消费。一边是开发商联同中介公司依靠投机和炒作行为，将起初相较均值

化的城市空间“货币价差化”，诱导不同消费水平的人都去抢占黄金地段的住宅；另一边，土地开发使

大部分社会财富接连流向少部分集团手中，而普通民众却背上了高昂房贷包袱。针对这种非常规手段异

化出的空间非正义现象，亨利 •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严厉批判道：“住房消费使空间正义的社会

定位剧烈变化，它不但成为财产剥夺的渠道与手段，更成为‘贫困—富裕’状况的间隔过程，都市消费

生活也分离出资源‘攫取者’和‘紧张者’两大角色”a。既然大众舒适物只有让多数人享用才契合公平

原则，那么各大城市管理者应进一步考虑两点做法：一是，尽量避免舒适物过度集中在某一固化群体之中，

而导致与其他个（群）体的疏隔与对峙；另一方面，加强舒适物的地理“多核心”布局，勿将优质资源

过度落位于某一核心区块，而导致生活在相对边缘区块的民众物理距离过远。是以，十分有必要全面研

究作为“消费型资本”的城市舒适物在引导中国社会均衡发展中所发挥的功能。既要强调城市舒适物资

源的系统耦合建设，也须多关注如何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舒适物资源做到以人为本的公正配置。

From “Production Capital” to “Consumption Capital”: Attribute Upgrading and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Urban Amenities

LIU Kai-qiang
（School of Marxism ,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 230601）

Abstract：With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from an industrial society to a consumer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model of interpreting urban process from a single production perspective has shown its 
shortcomings.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large-scale influx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places, cities have 
evolved into the primary agglomerations for the daily consumption of all classes. In this context,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is deeply dependent on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nsumption capital crea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internal amenities. At present,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attributes of urban amenities is subject to 
four pushing factors: “centralization” of local consumption elements radiates from urbanization, “currency 
empowerment” expands the content of main consumption action, “informationism spirit” intensifies the 
technicalization of consumption process, and “creative class” repeatedly calls for the renewal of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As “consumption capital”, amenities like market, societ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 do not only 
jointly activate advancement, liv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but also lead to a kind of “implicit rejection” of 
consumer justice.

Keywords: Urban Amenities, Consumption Capital, Attribute Upgrading, Function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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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王志刚：《差异的正义：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诉求》，《思想战线》2012 年第 4 期。


